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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 2019 年从广州、福州、郑州和武汉四个城市实地收集的 764 份数据，以农

民工为研究对象，构建理论假设，并采用多元 Logistic回归模型探析“新户改”背景下农民工

群体户籍转换意愿生成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工越符合经济理性、权利歧视规避和

承认渴望的动机特征，其愿意转换为城镇户籍的可能性越大；相反，对这些动力作用机制的

偏离或“抑制性”越强，其保留农业户籍的倾向性越高。该发现证明经济、社会和文化三个

层面的动力机制在农民工户籍转换意愿形成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突出作为具有经济人

和社会人双重属性的农民工个体在户籍选择中所表现出来的利益追逐导向、权利维护诉

求、社会承认渴望的逻辑行为特征，反映农民工市民化的多元动力结构和复杂价值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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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户籍改革背景下，农业户籍人口的公共服务待遇有了较大改善，但与户籍挂钩的福利仍存在

城乡差异。这导致部分农民工在面对户籍转换选择时，一方面担心在城落户后不能获得与市民同等

的经济权和保障权，另一方面又担心脱离农业户籍将面临丧失宅基地和土地承包权的风险，同时也

普遍存在身份待遇歧视的顾虑，由此不愿转换户籍的倾向性较为明显[1]。相关调查显示，有长期定居

城市意愿的农民工比例和愿意将户籍迁入务工城市的农民工比例间有相当差距[2⁃3]。同时，随着乡村

振兴战略等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的实施，农村发展的机遇和前景越来越受到关注。研究显示有承包

地和宅基地的农民的户籍迁移意愿更低[4]，农业户籍独有的集体经济分红、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等使

保留户籍的激励比以往明显增加。户籍“平权”改革的推进和政策向农村倾斜的国家战略定位，使农

业户籍的“含金量”受到重新评估和审视。由于城乡户籍的经济价值估值近年来发生了转折性变

化[5]，农民工群体在进行户籍转换决策时的动力逻辑也可能随之嬗变、产生新的结构。

那么，在农民工对城乡户籍价值重估的新情况下，驱动其进行户籍转换决策的结构性因素是

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如何认识和评价城乡户籍相对价值变化对农民工市民化选择的影响？对

上述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为新型城镇化建设、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有

益参考。

一、文献回顾

1.户籍制度与农民工市民化

长期以来，户籍制度被视为阻碍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因素。由此形成的农民和市民的身份区分

不仅仅是一种纯职业的自然区分，更是一种附加了社会机会分享、权利赋予和资源分配意义的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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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6]，也即农业户籍在享受就业、教育、医疗等社会核心福利权利上存在一定劣势。然而这一劣势

绝非仅靠单纯的户籍转换便能改变，现今中小城市放开落户，农业户籍能够轻松地转换为城市户籍。

但政府对农民工后续的就业、社会保障和子女教育并无完善的支持鼓励措施，农民工的市民权益未

得到充分保障，且面临较高的城市风险[7]，大城市更是如此。此外，农民工还面临对户籍转移后失地

的担忧等顾虑。面对上述困境，有学者指出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是要打破依附于户籍的城乡二元社

会权利与利益分配不平等的制度壁垒[8]，推动公民的国民待遇和户籍身份脱钩，促进城乡一体化和推

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9]。与此同时，建立起一整套的社会支持系统，以形成平等公民权利为要旨，

为农民工成功融入城市构建制度支持[10]，不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教育体

系，推动农民工就地市民化。

2.户籍价值与农民工的户籍迁移

推拉理论模型指出，当迁移收益大于迁移成本时迁移才可能发生。在城乡迁移的具体情境中，

户籍转换的实质被认为是迁移者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决策行为，人们通过比对城市户籍和农村户

籍的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来决定是否要转变户籍性质[11]。该理论在解释传统农业富余劳动力向工业

部门转移上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但随着人口流动现象渐趋复杂化，其所提供的解释力不断遭受挑战

和批评，由此新迁移理论发展起来。这些理论将更多的市场和社会要素纳入考虑，而不再简单地将

人口迁移因素归结为收入差距，人口流动的决策被视为由风险衡量、收益比较、社会性激励等复杂变

量互动作用的结果，而决策的主体也由个人上升为家庭[12]。

就我国国情而言，从农村吸引力层面来考查迁移的阻滞因素，由于国家对农村政策的战略性调

整，民众普遍提升了对农村户籍升值的预期[5]。不少研究指出农村土地的收益、农民对土地确权的满

意度、农村集体资产收益以及宅基地面积和人们“非转农”的意愿呈正相关的关系[13] 。这在一定程度

上是因为农村户籍附带的土地的显性价值和潜在价值对农民而言是一份可观的财富，也即说明土地

制度的变化可能是“非转农”的制度根源[14]。与此同时，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中常处于弱势地位，这在

被动实现“农转非”群体中尤为突出，但这种方式的“农转非”并不能为其带来较高的收入回报[15]，他们

的主观幸福感也没有明显提升[16]。此外，由于城市劳动力容纳能力下降[17]，就业、教育、医保等政策缺

位[1]等因素，导致农民工在转换户籍上顾虑重重。城乡户籍相对价值的变化成为农民工不愿意放弃

农村户籍的重要原因[18]。

从既有文献来看，已有不少针对农民工户籍转换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但侧重关注城乡户籍价

值变化对农民工户籍转换动力机制的可能性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相对较少。为此，本文基于经

济、社会和文化三个维度的动力逻辑来检视户籍平权化改革中农民工的户籍转换意愿及其内在逻

辑，评估探究新一轮户改背景下农民工户籍选择的动因变化。

二、理论架构和研究假设

1.经济理性与户籍转换意愿

“经济理性”中“理性”的内涵被阐释为经济活动中个体的自利属性、极大化收益目标和自利行为

特征在各逐利个体间的一致性[19]。从经济理性视角看，农业转移人口的迁移决策主要受利益影响，个

体通过权衡迁移成本和预期收入，来实现利益最大化[11]。从该逻辑出发，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农

村，所提供的就业机会、工资水平和社会化服务等均优于农村，能为农民工创造更大的获益空间，因

而会对农民形成巨大吸引力。随着在城就业的常态化和稳定化，农民工在城常住和实质性定居的基

础逐步夯实。为了进一步获取本地化带来的信息获取优势、身份公平权益和保障子女受教育同等待

遇等潜在利益，农民工有进行户籍转换的基本动力。因此，在城市层面，在城市稳定居留和获取城镇

同等权益地位的潜在利益是农民工户籍转换意愿的正向推动因素。

而在农村层面，随着“新户改”的推进，原来仅属于城镇籍属的权益和身份待遇的包容性和普惠

性全面提升，农民工在城镇就业获得的政策红利不断增加，降低了基于户籍专属权益而进行户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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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的利益激励。新的惠农政策进一步释放了农村土地等核心资产的政策红利，农业户籍价值含量相

对提升，这也成为抑制农民工户籍转换的重要因素。这是经济理性对户籍转换意愿的逆向调节作

用，实质上也是经济理性机制作用的外在表现形式。因而农民做迁移决策时，城市带来的预期收益

与农村户籍的潜在收益的差异会对其决定产生影响，当预期收入大于迁移成本时，迁移行为就会发

生。因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经济理性对农民工户籍转换意愿具有正向推动作用。

2.权利歧视规避与户籍转换意愿

在我国，城乡户籍二元分置形成了城市和农村各自独立的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分配体系，其核

心特征是城乡公共服务待遇和权利上的不均等，农民工享受的公共服务权利和福利待遇远低于城市

市民[20]。这种权利上的歧视属于“制度性歧视”，通常以户籍规则的形式表现，容易造成公民权利和资

格的“相对剥夺感”，使农民工产生剥离感或不公平感，进而诱发反歧视行为[21]。作为一种自然的反

应，农民工会通过加入城市户籍进行反抗，以获得与城市市民同等的待遇，从而规避权利歧视带来

的不利影响。权利歧视规避即是在现有城乡二元福利体制下，农民工为避免在国家公共服务和社

会福利分配中的劣势或歧视性地位，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迁移到城市，获得与市民同等待遇的

行为[22]。

与此同时，新迁移经济学派指出，某些要素市场的失效导致人们容易在追求更高的经济发展时

遇到障碍，为了规避风险或获取稀缺资源，人们会从发展程度低的地区流动到发展程度高的地区。

基于制度性获利的动机，人口会倾向于向公共服务较好的地区流动。由此可知，在户籍二元体制下，

城市的公共服务和教育资源等核心福利利益对于农民工而言，是不可或缺的稀缺资本；唯有通过获

得城市户籍才能有效规避这些方面存在的歧视性待遇和不利制度性地位，以便为个人和家庭发展创

造更好的条件。因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权利歧视规避对户籍转换意愿具有正向推动作用。

3.承认渴望与户籍转换意愿

“承认渴望”是指一种渴望获得承认和努力“去他者化”的倾向，即通过“去他者化”策略来消除

“他者”身份，并重构自我身份,具体包括去从属性和去差异化等策略[23]。城市中的文化贬损和社会排

斥等非制度性歧视普遍存在，农民工的权利难以得到平等保护。因而，农民工为消除“他者”的身份，

获得城市承认，会通过改变身份属性（如转换为城市户籍）来重构身份，以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保护。

实际上作为社会人，“寻求承认的斗争机制”是人类普遍的基本动机之一，因为个体自身的价值感和

身份感与他人赋予的价值密切相连[24]。在迁移的文化含义上，家庭成员向外地迁移，能够让家庭摆脱

在当地社会中“地位低下”的感觉。Stark在移民研究中也指出，基于社会比较产生的“相对失落感”是

移民发生的动因，部分人希望通过移民来扭转这种“相对失落感”，以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12]。

在新迁移时代，迁移的动力更具有生活方式和价值追求的特征[25]。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相比于

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与乡土社会的联系弱化，生活方式愈趋个体化、城市化，他们更加渴望融

入城市、留在城市发展[26⁃27]。但要实现这一点，仅仅产生城乡迁移这种就业形态上的表层转变显然是

不够的，只有加入城市户籍、拥有融入城市生活的实质性权利和象征性符号的完整意义图谱，新生代

农民工才能够最终实现这一价值和生活方式上的目标追求。因而，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承认渴望对农民工户籍转换意愿具有正向推动作用。

三、数据、变量及模型设定

1.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项目组 2019年在广州、福州、郑州和武汉四市开展的实地调查。该

调查以四市的流动人口为调查对象，问卷内容涉及就业机会、工资水平、子女在城上学需要和城市公

共服务偏好等变量，通过偶遇抽样的方式发放并回收 764份问卷。本研究以农业户籍的被访者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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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经样本筛查最终得到 652份样本。样本中受访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9.8岁，在户籍转换意

愿上，愿意转换为城镇户籍的农民工比例占 25.8%。这与“新户改”之前的调查结论相比有所降低。

这说明在“新户改”背景下，农业户籍的价值和吸引力在逐步上升。样本的基本特征见表1。

2.变量设定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1）被解释变量。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将农业户籍转换为城市户籍的意愿”，以下简称“户籍

转换意愿”。在问卷中，通过询问“您是否愿意从农村户口转变为城市户口？”来确定被访者的户籍转

换意愿，其水平值分别为“愿意、不确定和不愿意”3个类别。在变量操作中，分别将上述类别值依次

赋值为 1~3，构成一个有序类别变量。对反映愿意进行户籍转换这一意涵而言，被解释变量是反向

标度的。因此，预期模型中各主要解释变量的符号将与理论假说部分阐述的方向相反。

（2）解释变量。根据前文建立的研究假说，选取经济理性、权利歧视规避和承认渴望作为核心解

释变量，并将就业机会偏好、工资水平偏好、担心丧失承包地权益、担心丧失宅基地权益作为经济理

性的变量指标；将子女在城上学需要和公共服务偏好作为权利歧视规避的变量指标；将获得乡邻承

认的需要、追赶时代潮流步伐需要和向往城市生活作为承认渴望的变量指标。

（3）控制变量。除主要解释变量外，为了对比考查不同群体在户籍转换意愿形成机制中的差异，

还选取了调查所在城市、期望定居城市类型、婚姻需要、是否有子女随迁和在城购房状况等作为重要

解释变量。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
3.模型设定

由于被解释变量为有序类别变量，建立 ologit模型进行实证估计。用 rurturb表示农民工的户籍

转换意愿（反向标度，数值越大表示越不愿意），分别用 econ、pubserv和 recogn表示经济理性、权利歧

视规避和寻求承认渴望三个主要作用机制的概念变量（每个机制对应的具体变量见表 2）。若

rurturb*
i 是无法观测但能“精确衡量”农民工户籍转换意愿程度的连续潜变量，用于确定各个户籍转换

意愿有序类别水平值所对应的意愿程度“区间”。根据上文中的理论框架，建立如下模型：

rurturb*
i = β0 + f ( econi,righti,recogni )+ βmcontrlmi + εi (1)

其中，f (⋅)为重要解释变量的向量函数，具体而言，包括：（1）经济理性组变量（econ）：就业机会偏

好、工资水平偏好、担心丧失承包地权益、担心丧失宅基地权益；（2）权利歧视规避组变量（right）：子

女在城上学需要和公共服务偏好；（3）寻求承认渴望组变量（recogn）：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需要、追赶

时代潮流步伐需要和城市生活方式偏好。根据理论假说，预期除经济理性变量组中“担心承包地权

益丧失”“担心宅基地权益丧失”两个变量的符号为正外，其它变量的符号均为负。具体变量名称及

含义见表2。

表1　样本基本特征

项目

性别

受教育程度

婚姻状况

有子女随迁

有子女在城就学

选项

男

女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或中专

大专及以上

未婚

已婚

离异及丧偶

是

否

是

否

样本数

409
243
61

186
311
94

367
270
15

197
455
174
498

占比/%
62.7
37.3
9.4

28.5
47.7
14.4
56.3
41.4
2.3

30.2
69.8
26.7
73.3

项目

城市

是否愿意加入

城市户口

购置城市住房

定居城市类型

选择

选项

武汉

广州

郑州

福州

愿意

不确定

不愿意

已在城市购置房产

尚未购置但打算购置

未购置也不打算购置

县或乡镇城市

地市级城市

省会城市

样本数

162
153
142
195
168
215
269
240
287
125
197
146
309

占比/%
24.8
23.5
21.8
29.9
25.8
33.0
41.2
36.8
44.0
19.2
30.2
22.4
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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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1.户籍转换意愿影响因素的结果分析

本研究建立了三组模型来考察经济理性、权利歧视规避和承认渴望变量对户籍转换意愿的影响

（表3）。其中，模型1为基准模型，模型2和模型3分别为加入调查所在城市变量和期望定居城市类型

变量后解释变量对户籍转换意愿的影响效应。对比三组模型，可以发现经济理性、权利歧视规避和

承认渴望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系数、显著性情况较为一致，说明其对被解释变量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

 户籍转换意愿

核心解释变量

经济理性

 就业机会偏好

 工资水平偏好

 担心丧失承包地权益

 担心丧失宅基地权益

权利歧视规避

 子女在城上学需要

 公共服务偏好

承认渴望

 获得乡邻承认的需要

 追赶时代潮流步伐需要

 向往城市生活

控制变量

 调查所在城市

 期望定居城市类型

 婚姻需要

 是否有子女随迁

 在城购房状况

 年均返乡次数

 是否在城市参加职工

社会保险

 对农村未来发展看法

 年龄

 年龄平方

 受教育年限

 月收入对数

变量代码

rurturb

empopp

waglevl

frlndlos

homestead

childcityedu

pubser

recogneed

trendneed

longurblf

prov

resdcity

marneed

childwith

cityhouyes

cirrcfreq

urbinsur

rurconfnd

age

agesq

educ

lnwage

变量含义及赋值

将户籍转变为城市户籍的意愿：愿意=1；不确定=2；不愿意=3

认为城市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否=0；是=1

认为城市能够提供更高的工资水平：否=0；是=1

担心转变为城市户籍后承包地、山地或林地使用权被永久收回：否=0；是=1

担心转变为城市户籍后宅基地和农村房屋权利受损：否=0；是=1

认为进城可为子女在城市上学提供必要条件：否=0；是=1

认为城市能够提供更完善的公共服务：否=0；是=1

进城动机包括为在乡邻中建立优越身份和改变家族的社会地位：否=0；是=1
进城动机包括追赶时代潮流和步伐的愿望：否=0；是=1

对城市生活向往：否=0；是=1

武汉=1；广州=2；郑州=3；福州=4

是否将省会城市作为主要考虑的期望定居城市：否=0；是=1

是否为了婚姻需要而有户籍转换计划：否=0；是=1

否=0；是=1

已在城市购置住房=1；尚未购置，但准备未来购置房产=2；尚未购置，也

不打算未来购置房产=3
近两年年均返乡次数： 1次及以下=1； 2~3次=2；4~6次=3；7次及以

上=4

否=0；是=1

非常不看好=1；不看好=2；一般=3；比较看好=4；非常看好=5

受访者的年龄

受访者年龄的平方

受教育年限

受访者的月收入,取自然对数

均值

2.15

0.31

0.28

0.25

0.31

0.40

0.14

0.13
0.10

0.26

2.57

0.47

0.14

0.30

0.81

2.70

0.24

3.86

29.85

999.07

11.02

7.66

标准差

0.81

0.46

0.45

0.43

0.47

0.49

0.35

0.34
0.30

0.44

1.16

0.50

0.34

0.46

0.39

1.10

0.43

1.02

10.41

758.11

2.51

2.66

注：（1）“期望定居城市类型”变量系将“定居城市类型选择”变量的“县或乡镇城市”和“地市级城市”合并并赋值为 0、将“省会城市”

赋值为 1得到；（2）“受教育年限变量”系将“受教育程度”变量的各水平值“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或中专”“大专及以上”分别取值

6年、9年、12年和15年得到，视作连续型变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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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理性变量组中，首先，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偏好越强，农民工不愿意转换成城镇户籍的可

能性越低。研究表明“农转非”群体平均工资显著高于农民工群体，城市户籍能够帮助农民工进入较

高收入的职业，提升工资水平[28]。农民工进入城市的主要目的便是赚钱，因此在经济动力的推动下，

农民工会更愿意转换户籍。其次，越担心宅基地和农村房屋权利受损的农民工不愿意转换成城镇户

籍的可能性越高。随着宅基地和承包地确权颁证与“两权”抵押贷款的出现，土地资产价值不断显

现，农业户籍价值也相对提升[29]，农民工的户籍转换意愿自然会发生下滑。但从经济理性作用机制的

表3　户籍转换意愿因素的模型结果 N=652

变量

经济理性变量

权利歧视规避变量

承认渴望变量

控制变量

城市就业机会偏好

城市工资水平偏好

担心丧失承包地权益

担心丧失宅基地权益

子女在城上学需要

城市公共服务偏好

获得乡邻承认的需要

追赶时代潮流的需要

向往城市生活

年均返乡次数

参加城镇社保（参照：否）

是否购置了城市房产（参照：已购置城市房产）

未购置但打算购置房产

未购置也不打算购置房产

对农村未来发展前景的看法（参照：非常不看好）

不看好

一般看好

比较看好

非常看好

年龄

年龄平方

受教育年限

月工资对数

调查所在城市（参照：武汉市）

广州

郑州

福州

期望定居城市类型（参照：非省会城市）

LR Chi2

Pseudo R2

模型1

基准模型

-0.986***（0.213）

-1.236***（0.225）

0.413（0.228）

0.561**（0.211）

-2.020***（0.223）
-1.433***（0.264）

-1.434**（0.524）

-1.214***（0.288）

-1.251***（0.219）

0.137（0.083）
-0.419（0.230）

0.472*（0.211）

0.914***（0.282）

-0.994（0.768）

-0.510（0.466）

-0.387（0.444）

-0.425（0.460）

0.077（0.051）

-0.001（0.001）

0.087*（0.034）

0.044（0.037）

525.36***

0.373

模型2

加入调查所在

城市变量

-0.968***（0.215）

-1.231***（0.226）

0.441（0.231）

0.503**（0.215）

-2.136***（0.229）
-1.453***（0.266）

-1.582**（0.531）

-1.274***（0.292）

-1.265***（0.221）

0.112（0.085）
-0.340（0.233）

0.464*（0.213）

1.026***（0.286）

-0.988（0.784）

-0.465（0.467）

-0.297（0.446）

-0.386（0.461）

0.071（0.052）

-0.001（0.001）

0.088*（0.034）

0.045（0.037）

0.19（0.265）

0.930***（0.272）

0.266（0.247）

538.48***

0.382

模型3

加入期望定

居城市类型变量

-0.980***（0.216）

-1.219***（0.227）

0.453**（0.232）

0.496**（0.215）

-2.135***（0.229）
-1.483***（0.268）

-1.561**（0.534）

-1.265***（0.293）

-1.260***（0.221）

0.092（0.086）
-0.319（0.234）

0.415（0.215）

0.946***（0.289）

-1.054（0.785）

-0.482（0.470）

-0.300（0.449）

-0.431（0.464）

0.073（0.052）

-0.001（0.001）

0.104**（0.035）

0.050（0.037）

0.121（0.269）

0.944***（0.273）

0.194（0.250）

-0.433*（0.197）

543.34***

0.386

注：***、**、*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参数估计值的标准误，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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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影响效应看，城乡推拉作用的净效应总体上还是呈现出城市更具吸引力优势的特征。具体而

言，在模型 3中，“城市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吸引力”两个变量的标准化系数绝对值分别为 0.463和

0.451，而“担心丧失承包地权益”和“担心丧失宅基地权益”变量的标准化系数为 0.432和 0.464，前两

者的平均标准化系数值大于后者。这表明在当前阶段，平均而言，城市的拉力作用总体仍大于农村

的阻力作用。从经济理性角度考查，农民工认为转换为城市户籍更有利其维护自身利益。这可能是

由于现阶段农村户籍内附价值主要仍是潜在的、长期的，对于追求短期收益目标的农民工而言，其相

对价值和利益权重通常小于城市工资水平和就业机会蕴含的显性收益。因此，总体而言，经济理性

越强，农民工不愿意转换为城市户籍的可能性越低，即验证H1。

在权利歧视规避变量组中，子女在城上学需要和公共服务偏好越强，农民工不愿意转换成城镇

户籍的可能性越低，即H2成立。城乡地区教育公共服务供给的数量与质量存在差异，“农转非”群体

的子女相比农民工群体的子女能够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这将影响子女未来的人力资本，会给有随

迁子女的农民工户籍转换抉择带来实质性压力[30]，在一定程度上会推动农民工进行户籍转换以便为

子女争取更好的教育资源。一项关于农民工回流影响因素的研究也指出，子女教育和社会福利等阻

滞了农民工回流[31]。与此同时，随着农民工对城市公共服务的需求增强，其落户城市的意愿也会增

高[32]。总之，权利歧视规避偏好越强，其不愿意转换为城镇户籍的可能性越低。

在承认渴望变量组中，获得乡邻承认的需要、追赶时代潮流步伐需要和向往城市生活方式偏好

越强，农民工不愿意转换成城镇户籍的可能性越低，即H3成立。自从城乡流动渠道打通，农村社会内

部也逐渐形成了阶层分化[33]，迁移至城市的部分村民因获得了较高的收入，逐渐扮演起农村精英的形

象。这会诱使部分农民学习追赶这部分人的成功之道向城市迁移、落户城市，以此体现精英身份，实

现自身对乡邻承认的渴求。与此同时， 也有研究发现部分青年农民工返乡后，会表现出更向往城市

生活、工作并获得市民身份的特点[34]。总之，承认渴望偏好越强，农民工不愿意转换为城市户籍的可

能性越低。

2.主要动力因素变量对农民工户籍转换意愿影响的边际效应

就各动力作用因素的边际效应而言（表 4），在经济理性机制层面，将（较充分的）“就业机会”视为

城市吸引自己的主要原因的农民工，相对于选择“否”的农民工而言，愿意转换为城镇户籍的概率平

均高出 0.106，而不愿意转换为城镇户籍的概率则平均低 0.116。与此相似的是，将（较高的）“工资水

平”视为城市吸引自己的主要原因的农民工，相对于选择“否”的农民工而言，愿意转换为城镇户籍的

概率平均高出 0.132，而不愿意转换为城镇户籍的概率则平均低 0.145。这表明在城市拉力因素层面，

经济理性作用机制将显著提升农民工的户籍转换意愿，成为其市民化选择的行为驱动力。在农村权

益的拉力效应方面，担心丧失承包地权益和宅基地权益的农民工，相对于不担心承包地和宅基地权

益损失的农民工，愿意转换为城市户籍的概率分别平均低 0.045和 0.049，而不愿意转换为城镇户籍

的概率则平均高 0.051和 0.056，表明在农村拉力因素层面，经济理性作用机制将显著抑制农民工的

户籍转换意愿，是促使农民工对农业户籍吸引力和户籍转换收益进行重新评价的重要因素。

在权利歧视规避机制层面，将“为子女教育考虑”作为城市户籍吸引力因素的农民工，相对于选

择“否”的农民工来说，愿意转换为城镇户籍的概率平均高出 0.232，而不愿意转换为城镇户籍的概率

则平均低 0.249。类似地，认为享有较好“公共服务”是拥有城镇户籍的最大优势之一的农民工，相对

于选择“否”的农民工，愿意转换为城镇户籍的概率平均高出 0.161，而不愿意转换为城镇户籍的概率

则平均低 0.176。这意味着，将加入城镇户籍的动力需求归结于获得与市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待遇、避

免“二等公民”权利歧视的作用机制，将显著提升农民工的户籍转换意愿。

在寻求承认的动机层面，将在乡邻中建立相对优越身份和改变社会地位作为城市户籍吸引力因

素的农民工，相对于选择“否”的农民工，愿意转换为城镇户籍的概率平均高出0.169，而不愿意转换为

城镇户籍的概率则平均低 0.185。同时，将追赶时代潮流步伐、向往城市生活作为获取城市户籍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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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民工，相对于缺乏此类动机的农民工，愿意转换为城镇户籍的概率分别平均高出 0.137和 0.136，
而不愿意转换为城镇户籍的概率则平均皆低 0.150。这表明获得乡邻相对身份优越感、保持与时代

潮流同步、实现城市生活向往等寻求承认的社会心理作用机制，显著增强了农民工偏好城市户籍的

概率，而没有表现出上述强烈社会抱负的农民工，则有更大的可能性保有对原有户籍属性的选择

倾向。

同时，实证分析结论表明，地域因素对农民工户籍

转换意愿有显著影响。如表 5所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

情况下，相对于中部和南方城市的农民工，北方城市郑

州①的农民工不愿意转换成城镇户籍的可能性显著更

高。一方面，武汉市的农民工愿意转换为城镇户籍的

概率平均是 0.278，而郑州市农民工的概率平均是

0.183，两者差异在统计学意义上显著；另一方面，在不

愿意转换为城镇户籍的选择上，武汉市农民工的概率

平均为 0.395，而郑州市则为 0.501，前者比后者低

0.106，两者差异仍具有统计显著性。更进一步的分析

表明，相比广州和福州上述结论依然成立；但三个南方

城市之间农民工户籍转换意愿的差异并不显著。

3.稳健性检验

为消除主要解释变量对农民工户籍转换意愿可能

的内生性影响，对模型 3 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

法进行估计，依次来验证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估计策略是将各主要解释变量（全部为二分变量）

依次作为处理变量，单独估计PSM模型，分别计算各主解释变量对农民工户籍转换意愿的平均处理

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ATT)，通过考查ATT值及其显著性来评价上述结论的稳健性。

①    郑州在行政界域上多归于中部城市，但在自然界域上是传统的北方城市。本研究主要就其自然界域层面属性而言。

表4　各主要解释变量的离散边际效应（从“否”到“是”的概率增量）

变量

离散边际效应      

经济理性变量

权利歧视规避变量

承认渴望变量

定居城市预期变量

户籍转换意愿在各水平值上的估计概率

就业机会偏好

工资水平偏好

担心丧失承包地权益

担心丧失宅基地权益

子女在城上学需要

公共服务偏好

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需要

追赶时代潮流步伐需要

城市生活方式偏好

期望定居城市类型

y=1
（愿意转换为城镇

户籍）

0.245

0.106***

0.132***

-0.045**

-0.049**

0.232***

0.161***

0.169**

0.137***

0.136***

0.045**

0.222

y=2
（不确定是否转换

为城市户籍）

0.328

0.011***

0.013***

-0.006

-0.007

0.016***

0.015***

0.016***

0.013***

0.013***

0.005*

0.329

y=3
（不愿意转换为城

镇户籍）

0.427

-0.116***

-0.145***

0.051**

0.056**

-0.249***

-0.176***

-0.185**

-0.150***

-0.150***

-0.051**

0.449

注：上述离散边际效应采取Scott Long等编写的 listcoef程式计算，与Stata官方的margins命令的计算结果较为接近；计算结果基

于模型3，表6和稳健性检验部分的PSM计算结果亦基于模型3。

表5　农民工户籍转换意愿的地域差异

城市

prov(郑州 
vs 武汉)
prov(广州 
vs 武汉)
prov(福州 
vs 武汉)
prov(郑州 
vs 广州)
prov(福州 
vs 广州)
prov(福州 
vs 郑州)

y=1
-0.095***

[0.278]
-0.013
[0.278]
-0.021
[0.395]

-0.083***

[0.265]
-0.008
[0.265]
0.075***

[0.182]

y=2
-0.011**

[0.327]
-0.001
[0.327]
-0.002
[0.395]

-0.009**

[0.326]
-0.001
[0.326]
0.009**

[0.317]

y=3
0.106***

[0.395]
0.014

[0.395]
-0.022
[0.395]
0.092***

[0.409]
0.008

[0.409]
-0.084***

[0.501]
注：方括号内的概率是被比较的基组在 y=1、y=2和 y=

3上的概率分布，如对于 prov（郑州 vs武汉），方括号中的数

字表示武汉市的农民工样本在“愿意”“不确定”和“不愿意”

转换为城镇户籍的平均概率分别是0.278、0.327和0.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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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显示了运用PSM估计的结果。结果表明，各主要解释变量在进行了得分匹配以后，平均处

理效应ATT值均在5%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就业机会偏好”变量在10%的水平上显著），意味着在

考虑了可能存在的前置因素的影响以后，各主要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仍然有显著影响。因此，可

认为各主要解释变量对农民工城镇户籍转换意愿的影响主要不是“内生性”作用的结果，而是该变量

所揭示的作用机制的真实效应。该结果证实研究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从经济理性、权利歧视规避和承认渴望三个维度实证检视了农民工户籍转换意愿的动力

因素，结果表明：

第一，虽经历时代变迁和社会经济历程发展深刻变化的影响，就业和工资优势依然是城市吸引

农民工的主要动力因素；而土地权益逐渐成为农民工转换户籍的抑制因素。总体而言，经济理性作

为驱动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主要逻辑机制仍持续发生作用。虽然在“后进城时代”经济动

力机制的作用受到包括家庭化迁移所蕴含的社会理性作用机制的调节和修饰，但其始终是影响农民

工城市化倾向的主要行为逻辑。

第二，随着农民工的代际更替，其群体特征发生变化，农民工权利意识增强，个人需求也从基本

需求的满足向发展需求过渡。对公共服务以及为子女创造更好的教育条件的需求成为城市吸引农

民工的社会因素，权利歧视规避已成为驱动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社会逻辑机制。规避权利

歧视的动力机制既是一种经济的考虑，也是对公平需求的个体抉择反应。当制度歧视这一系统性、

根本性歧视发生时，群体相对剥夺感是最强烈的，造成的后果也是最严重的，它包括经济上的重大利

益损失和暗藏在社会层面的群体污名化。而当有一种可以消除这种歧视的途径出现时，遭受歧视的

人们将具有极强的动力借此摆脱不公平的歧视和权利隔离。人们必然通过制度上允许或者合法的

表6    农民工户籍转换动力模型的倾向得分匹配（PSM）估计结果

变量

经济理性

权利规避歧视

承认渴望

购置住房

就业机会偏好

工资水平偏好

担心丧失承包地权益

担心丧失宅基地权益

子女在城上学需要

公共服务偏好

获得乡邻承认的需要

追赶时代潮流步伐需要

城市生活方式偏好

在城购房状况

样本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动机表达组

1.574
1.574

1.546
1.546

2.333
2.333

2.293
2.293

1.559
1.559
1.556
1.562

1.524
1.524
1.576
1.576
1.529
1.529

2.080
2.080

控制组

2.416
1.619

2.396
1.748

2.096
2.237

2.092
2.122

2.552
1.846
2.251
1.913

2.178
2.085
2.224
1.985
2.379
1.814

2.472
2.253

ATT

-0.841***

-0.045*

-0.850***

-0.202***

0.237***

0.097*

0.201***

0.171**

-0.993***

-0.286***

-0.695***

-0.351***

-0.654***

-0.561***

-0.648***

-0.409***

-0.850***

-0.285***

-0.392***

-0.173**

标准误

0.060
0.059

0.061
0.066

0.072
0.052

0.067
0.078

0.051
0.075
0.087
0.075

0.176
0.198
0.101
0.090
0.063
0.063

0.079
0.079

T(Z)值
-14.0
-1.76

-13.8
-3.06

3.28
1.84

2.98
2.18

-19.38
-3.80
-7.97
-4.69

-3.72
-2.83
-6.42
-4.53

-13.43
-4.50

-4.99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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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来尽可能减少这一制度歧视的不利影响，如通过“用脚投票”或进行户籍转换，以避免歧视所造

成的经济利益弱势和社会污名化的影响。另外，包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在内的社会福利本身也

是一种分层塑造机制，通过再分配对市场分层进行调整，或强化、或弱化原有收入阶层的社会经济地

位格局和结构。农民工在市场的分层中处于弱势地位，如若在福利的二次分层调整中仍然遭受歧视

和不公平对待，则有可能进一步强化其原本弱势的分层地位，进一步导致社会分化的加剧。因此，作

为身处其中的农民工，天然有着避免因权利歧视带来的反再分配调节和劣势强化弊害的自保动机。

第三，在社会意义的生产体系下，城市户籍身份地位、时代潮流及城市生活方式被社会赋予了更

优越的含义，承认渴望作为一种文化调节因素吸引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承认渴望的机制

突显了户籍转换和市民化对农民工所具有的社会意义生产价值。作为夹在农村和城市两个社会中

的中间人，农民工寻求社会承认的参照标准既包括其原籍地的农民，也包括城市中的市民。相对于

在老家务农的乡邻，农民工有通过城市经历和城市身份建立相对优越感和社会承认基础的需要；相

对于城市市民，农民工有通过整合进城市范式——包括努力使自己的生活方式、社会行为与心理特

征、文化价值追求与主流群体趋同的努力，以获得城市认同的动机和激励。因此，在社会价值的层面

上，市民化（以户籍转换为标志）对于农民工而言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意义的生产过程。通过户籍转换

农民工实现了社会流动，获得了市民这一新的身份属性，形成了更广泛和有利的“寻求社会承认”的

条件。通过这一新赋予的群体标识及附着的社会意义，农民工既能合法地避免市民群体对其“他者”

身份的可能歧视和排斥，也形成了对农村朋辈群体的制度化承认优势。

总之，在新户改背景下，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和农民工代际的更替，社会和文化需求的逻辑机制

作用比重将逐渐增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户籍价值的重估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户籍转变动因

结构。当前得到经验研究佐证支持的影响因素序列，仍可归纳入以经济逻辑机制为主、社会和文化

逻辑机制为补充的动力机制之中，三者共同影响着农民工户籍转换意愿的生成过程。在“后进城时

代”，面对农民工对城乡户籍价值重新估计的新形势，仍要对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和前景做足够的估

计和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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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Willingness of Migrant Worker to 
Transform Their Household Regist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Household Registration Reform

XIONG Jingwei， LUO Shuqi

Abstract Based on 764 data collected from cities of Guangzhou， Fuzhou， Zhengzhou and Wuhan 
in 2019， this study takes migrant worker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explores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ir willingness to convert their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tatus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Household Reg⁃
istration Reform”. By constructing theoretical hypotheses and utilizing a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more migrant workers are motivated by economic rationality, the desire 
for recognition, and the circumvention of rights discrimination, the greater the likelihood that they will 
be willing to convert to urba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on the contrary， the stronger the deviation or “inhi⁃
bition” to these dynamic mechanisms， the higher their tendency to retain rural household registration. 
This findings highlight the critical role played by economic, societal, and cultural factors in shaping mi⁃
grant workers’ household registration conversion intentions， emphasizing the logical behavior character⁃
istics of migrant workers as both economic and social persons, including interests chasing direction, 
rights protection demands, and social recognition desires i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These characteristics. 
reflect the diverse dynamic structure and complex value of urban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 household registration reform； willingness to convert household reg⁃
istration； urban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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